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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清末，为筹办各项地方新政，广泛的筹款活动在各地普遍展开。由于其征收来源复杂多
样，征收主体极为分散，在为地方新政开辟了财源的同时，它也开启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契

机。浙江省在这一时期的筹款围绕着教育、警政事业，收入来源以各类地方认捐为主，兼及各类官方

补助，直至清代结束，也未形成一完整的收支规范，对这一活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具体的、地域

性的角度审视清末新政改革下地方各利益群体的冲突格局。也部分地解释了晚清 “民变”迭起的深

层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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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最后十年开启的新政改革，虽然并未使清政府免于覆亡的命运，但改革所涉及范围之广泛，

影响之复杂深远则是前所未有的，它让此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出现了迥异与前的变化。本

文以清末浙江省的新政筹款活动为对象，考察这种以 “自治”为名的，庞杂的筹款活动是如何展开，

并逐渐游离出地方行政控制的过程。虽然来自清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定使各地筹款活动具有了一定的组

织框架，但收入来源的芜杂和支出的无序使它非但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有序的规范，反而导致了

基层社会激烈的冲突和争夺，它反映出科举废除后地方权力结构重组与调整的实态，也部分地解释了

晚清 “民变”迭起的深层社会原因。

一

直至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以前，清代的财政管理体制还是以高度垂直化为特征，着眼点全在维持赋

税向上的征取，在支出方面并未为地方社会事务预留合理的空间。州县钱粮除上缴国库外，其 “存

留”部分主要用于坐支应由户部发放的官俸、役食等国家行政经费，州县不得擅动。其结果就是州

县 “存留”部分无法在地方经济、文化事业中发挥作用，基本的地方公共事务，如修桥筑路、兴办

学校、维修水利等都由地方士绅基于他们在本乡本土的声望，自行筹款办理。而由此形成的 “公款

公产”（如 “义仓”、“积谷”、“学田租”等名目）也由私人自为经理，是完全游离于 “官制”之外

的 “民捐民办”。

上述地方行政权力对公共事务的有限介入在清末新政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庚子之变后，中央政

府为挽救危殆的政治局面，倡行 “新政”，各省学堂、警政等近代化事业踵而起之，而其所需经费则

多为地方自筹。根据１９０９年颁布的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清政府承认自己不能包揽全部地方自

治经费，而将筹款权下放地方，其来源包括：“一、本地方公款公产，二、本地方公益捐，三、按照

自治规约所课之罚金”。其中 “地方公款公产”，“以向归本地方绅董管理者为限”；“公益捐”则包

括 “附捐”、“特捐”两项，前者由正税附加，后者是 “于官府所征捐税之外，另定种类名目征收

者”。从其经费来源看，它同传统的 “民捐民办”事业多有重合，所不同的是清政府把它的征收和管

理都纳入到对当时 “地方自治”的构想中，因而就更具行政规范的意味。按章程规定，不管何种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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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其征收和管理都要经过由选举产生的议事会议决，而由 “绅董”组织的董事会具体负责执行，

并定期制成预算决算，交由议事会审核。通过这种运作方式，此前已存在的、自发的地方新政筹款活

动被纳入到了对 “地方自治”的安排之中，而地方士绅所扮演的角色也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他们所

筹办的 “自治”事业及相关筹款行为都被认为是 “国权”的延伸，是为补 “官制”之不足①。

官方的安排既是如此，地方实际运作情况又是如何呢？纵观当时全国地方自治办理情况，除了作

为样板的直隶省外，其它各省地方议事会和董事会直到宣统三年才普遍成立。在清末大部分时间里，

都只办到地方自治研究所和自治事务所的程度②。因此，清末大部分省份的 “就地筹款”活动是在没

有统一负责机关的情况下，散漫地完成的。但同以前不同的是：这种筹款又是与正在形成中的地方自

治的安排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又需要一种基本以县为单位的 “公议”才能实现。 “地方何项可以酌

提，何项应行追缴，自应凭众公议，就近禀明地方官，察酌办理，方为正办”③。其基本做法是由地

方官出面，邀集当地绅、商、学界举行会议，投票选举地方办理新政的局所主持人，同时议定经费征

收管理办法，从而使各个渠道吸纳来的资金，逐渐成为具有独立职能的地方性财政。如德清县光绪三

十三年十一月办理警务，“由县邀集绅商筹议举办，决定办法，照会绅士，辅佐县尊执行，当票举许

德修、程森、徐师善、闻毓璇、嵇炳元、许德浦六人为巡警总副理，筹定商铺捐款为经费”④。

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劝学所、学堂、警察所等机构负责实际筹款，其范围大概以县为单位，具有

半官方的性质。劝学所 “为一邑教育机关，凡属境内之学堂皆应负管理之责”⑤，其总董 “由全县学

界选举，荐请县官任用，以绅董地位劝导兴学”⑥，在成立后通常由县转详省提学司备案，颁发钤记。

同样，警察所的成立也必须通过一定程度的 “公议”，如淳安县为筹措警费，由县令 “邀集绅商学界

之名望素著者二十余人，在县署投票举定正副巡董，随即会议宽筹经费，扩充警额，设立教练所

……”⑦ 警董 （或称巡董）一职通常 “由地绅举充”⑧，一般不支薪水，本着热心公益的原则专门负

责筹款。劝学所和学堂通常大量地接收款项，包括转交的学产学款、官方带收的附加捐和各商的认

捐。警察所则可以直接向当地认捐各铺户收捐，有时还能带收其它局所和学堂的经费。对于所得经

费，他们要负责具体的分配，当发生争执时，居间秉公调节。如嘉善县求益学堂与正谊学堂争夺当地

票厘作为学堂经费，省提学司批饬嘉善县 “会同劝学所总董，将该县各学堂公款秉公分配，”兼顾官

立与公立， “官立学堂固不可令其支绌，其余公立城乡各学堂，亦应酌量拨补，以期公溥而免向

隅”⑨。此外，以这些局所为单位组织起来的绅士还获得了程度不同的税收监督权。如开化县抽排捐

作为学费，“兹因经理抽捐事宜之人并未由排业共举，具禀省台，请饬县撤销前董”瑏瑠，在经过更广泛

商议后，对此排捐做了明确的分配： “以五成归县城学务、保婴公用，以三成归华埠学务、商务公

用，尚剩二成提作经收排捐公所开销”，各方利益得到明确划分，抽税的共识达成，同时为防止公所

“贱价滥包”，又由县令指定绅董为督办和协办，以监督公所收费瑏瑡。虽然是由官方指定，但其监督权

的真正来源是全县的公益事业，正因如此，当许多来自正税附加的收入因原有征收机构的低效腐败而

受到损失时，绅士的监督则更能扩展及正税的征收。如台州府因各县 “蠹书”中饱，串票捐短解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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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 《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财政》（《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１期）中已做了很好的研究，直隶作为办理地方自治的样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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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损及学务，为此，该府 “十邑士绅”被赋予了协同县官确查实数，“并取具该库书吏认数切结”

的职责①。再如余姚县竹山港带收学堂花捐每包五厘，但收数短绌甚巨，为此众绅在该教育会召开时

“众议向竹山港厘局约定数目，以期每年比较成数为率”②。

由此可见，围绕着地方自治经费的筹措，一些地方逐渐形成了一种程序大致相似的筹款办法，它

以县为单位，经费来自社会各界，筹措、征收、管理都要经过合邑士绅、公所的议决，由地方 “热

心公益”的 “公正绅士”主持。通过这种方式，来源不同的款项就被认为有了 “公”的性质，它不

再是一家一姓所能得而私之的事业，而是 “合邑脂膏”③。对其抽收和管理必须想办法惠及全县。如

金华府各县族立庠产数量可观，在改办学堂后成为各学堂争夺的焦点，多方各执一词，讼案迭起，劝

学所绅董被要求负起调节的责任，会同各房族， “查明各姓贤产、儒租各计若干，如何分别该立学

堂，察看情形，秉公会商妥议，明白切实兴办，以维学务”④。地方社会在获得空前广泛的筹款权的

同时，亦因其来源的琐屑、权力的分散而陷于持久的纷争中。下面对款项来源的描述说明，这种对于

“公”的强调都表现了这种筹款活动对原有社会结构的越来越强的冲击。

二

与其它各省相同，浙江新政的兴办以教育和警政为主，旁及民政、实业等零星项目。因此这两项

活动的筹款代表了当时地方筹款活动的基本面貌。现主要根据方志和官方文书的记载，将其收入来源

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地方公款，公产

主要包括旧式书院、儒学、社学、义塾的田产；祠堂、寺庙的屋宇和产业 （祠产、寺田）；族

田；地方自设的社仓、义仓等。

这些都是地方社会在长期的自我管理中形成的产业，不论就其来源还是管理，都是地方 “自为

经理”的产物，随着清末各项地方新政事业的推行，它们普遍地被转入各项地方自治事业的名下，

成为地方自治财政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中书院、义学、社学改为学堂，其产业自然就归入劝学所

或学堂，作为开办和日常经费。祠堂、庙宇等建筑也多为地方教育、警察等机构占用。如德清县官立

高等小学堂是 “就原有务本学塾改设，三十年二月成立，以清溪书院为学舍，及停止之膏火为经费

……书院移交存典钱四千二百千文，又移交宾兴钱三千千文……又交书院田五亩三分一厘八毫，地一

亩四分七厘四毫”⑤；与其它来源相比，这部分以固有资产的大量转移为来源的收入，相对较稳定，

数量也颇可观，如当时的评论就谈到：“现行地方自治章程，其于自治经费之类别，所谓公益捐科罚

金如画饼之充饥，望梅之解渴，所可视为基本金者，地方公款公产而已。”⑥ 但同时，这种大规模的

用途转移也意味着原有公款、公产管理权的重新分配，在缺乏统一管理机关的情况下，经办人之间屡

起争夺自是不可避免。在当时大量出现的毁学民变中，其背后操纵者往往就是争夺公产失败者，或是

原有公产管理人。上述金华府各县学堂对族田的争夺就是一例。再如宣统二年二月，慈溪乡民 “聚

至千余人，意图将全校教员悉行烧毕。幸各教员及学生，越墙而出，得未罹祸。而全校已焚毁无

遗”，造成如此冲突的原因则是 “县署各庄书为渔利计，声言明年学堂将会田充公，赶早推收过户，

尚可为计，乡民仇学思想，至此深印脑际”。而同一时期严州遂安县的毁学 “实因学堂租息，向由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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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龙霸收，经众追取，余识龙遂怂恿乡民，纠众将学堂捣毁”①。

（二）来自官方的正项税收、附加及各种陋规

这部分收入主要包括 《浙江清理财政局说明书》中被列为杂税和杂捐的两项。

杂税包括契税、当税、牙税、牛税等项，都是清初就立有定额的经制收入，地方大多通过附加或

提取盈余的方式，由原有机构带收，从而纳入到自治财政的用途中。在契税下附加是当时非常普遍的

做法，如建德县两等小学堂 “因该堂常年经费仅赖田地租花，不敷支用，拟援衢属之西安，处属之

丽水成例，于契税项下每契价银一两带收钱二十文，充作该堂经费。”② 再如瑞安县在契税项下每两

酌加钱二十文，以补学堂经费不足，“援照永嘉成案，……由经书带收，另加戳记载明数目，以杜弊

混”③。

被列入杂捐的，有粮捐、房捐、契尾捐、钱当捐、牙帖捐、酒捐、膏捐等，都是为了应付庚子赔

款的摊派而产生的。各色名目的产生为地方借此附加提供了机会。如平阳县引乐清县成案，“就南米

项下每升附加钱十二文作为地方公益捐”，每年约可得钱四千七百余串，“以十二成匀派，自治四成，

劝学所二成，城厢警察局二成，统计处一成五，禁烟分所一成五，劝业所一成，即自本年下忙起加

收”④。所加款项由粮胥随粮带收，缴县转给。而象房捐等项最初完全是为了筹还赔款，宣统元年经

浙江谘议局议决，直接改归巡警经费⑤，在该年浙省决算中，用于巡警经费的房捐已达１６７９００元⑥。
这些收入都是经由地方士绅的请求，由县令禀请抚宪批准实现的，其征收人是原有的衙门吏役。

此外，一些传统的地方存留项目，如 “民壮工食银”，“巡检弓兵工食银”，“缉捕经费”等款，也由

谘议局议决移充警费，于宣统二年正月初一日正式实行⑦。由此可见，当时的新政筹款活动已在逐渐

地改变传统赋役制度的框架。

各项陋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税收，它们是征收人将自己的私人利益附着于正税上的产物，但从地

方筹款的程序看，与前者并无不同，主要包括平余、船户陋规等项。清承明制，继续实行 “一条鞭

法”，丁徭随两税并征，实行 “摊丁入亩”后，丁税并入田赋，不再有徭役名目。但由于地方公费支

绌，每遇兴作，仍不免于徭役摊派。浙省船捐最初是为应付兵差，但 “嗣后则官吏差役以及犯罪人

等无不由船局供应”，名目越来越繁杂苛索⑧。如山阴、会稽二县船规，有支文武各署陋规，每支船

从一千五六百文到三四千文不等，此外尚有 “火差”、“县差”的摊派和白役地棍的讹诈，根据交纳

时间不同，又有日费、月费、年规等名目，不一而足⑨。宣统二年，根据浙江谘议局 “禁革地方差徭

法案”第二条，“各衙署局所向来承办差徭之胥吏丁役，及为承办差徭专设之各局所、行埠一律裁

撤，并不得再有给发官价名目”瑏瑠，各县借此机会，将之转化为地方经费。山、会二县将这部分收入

转由警局带收二成，由警局编号给牌时办理，一成充水巡经费，一成充学堂经费，不另立公所瑏瑡。金

华县将该县埠役一项 “化私为公”，“每年共缴洋四百元，半充警察局做常年不敷之款，半存县库作

为开办习艺所之用”瑏瑢。在征收钱粮中通过提高制钱与银的比例获得正项外的盈余是清代各州县普遍

的做法，它虽被视为一种陋规，“讳之而不敢编正”瑏瑣，但在清末已被政府默认，浙江省 “光绪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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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５４—４５６页。
《税契抽捐》，《浙江日报》１９０８年６月１０日，第１张第４版。
《加捐契税抵补学费》，《浙江日报》１９０８年７月２日，第１张第３版。
《浙江官报》，宣统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第十二期，文牍类第１１５页。
《浙江官报》，宣统二年七月十五日，第２５期，法令类乙第１４７页。
《浙江官报》，宣统二年七月十日，第２４期，文牍类第２３０页。
《浙江官报》，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第２７期，法令类乙第１７７页。
《浙江财政说明书》，《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第１０册，第４１５页。
《浙江官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第７期，文牍类第５８页。
《浙江咨议局议决案》，第４６页，清末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浙江官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第七期，文牍类第５８页。
民国 《衢县志》卷三，第２３页。
《龙游县志》卷六，第１１页。



四年行准部咨各省征收丁漕折纳制钱，比较市价量为核减，每银一两米一石提出制钱五十文，另款存

储以为学堂经费之用”，通年应收银元７３７５７元，酌留一半给各府县中小学堂之用，提一半解藩库备
充学堂经费①。由于普遍地以州县平余作为地方经费，在民国后它遂成为地方 “县税”的主要来源，

如建德县 “所谓县税者，县署之平余也，改历后由临时省议会议决，截为办理各项公益之款。”对它

的征收也纯由县经理了②。

平余、陋规等项由州县册报，上缴省库转发，据宣统二年各属册报，共能收一百四十余万元，除

“分配各属津贴公费”外，只剩余三十二万九千六百余元③，由于整个征收程序控制在衙门手里，效

率低下，多不可恃，地方所得实在很有限。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省一级的地方议决中，已经代表

地方公益的士绅形成了更广泛的团体，从而把他们已经筹措形成的地方税源 （如房捐）进一步合法

化了。他们争来的这些成果并没有因清王朝的灭亡而消逝。

（三）来自本地商捐，杂货捐等

这些收入通常都是根据本地土产或商货往来情况，商与业户或商户，就地筹措。如海宁县自治经

费 “以丝米布茧为大宗，故捐款亦以丝米布茧为大宗”，故有硖镇米捐、硖镇布捐、诸丰镇布捐、许

长各镇茧捐等项名目④。

征收于本地土产的通常要经过与本地商户的商议，确定征收办法，款项多由各商承认，该业负责

人带收。如西安县樟潭学堂所收之木捐，为该县樟潭镇木行捐款，系为 “本镇之捐补助本镇之学”⑤。

再如永嘉县新亚两等女学校所抽进口煤油捐，就是邀得该商允认，“由公司经理人带收，视销数之多

寡为率，按月抽捐领取，不必设局专收”⑥。如果没有统一的行业组织，也可由当地士绅禀请县令示

谕抽收，如嘉兴县 “光绪三十二年分，前嘉兴县沈大令准合邑学界禀请，示谕蚕种各贩户，于行用

内每张抽洋五分，或三分，充各小学堂经费。嗣因按张抽收不便，遂改为每区贩户各自酌认，多者四

五十元少者二三十元不等”⑦。此外还有诸如戏捐、茶碗捐、萍捐等，方法大概相似。

以有固定经营场所的铺户为征收对象，是当时筹措警费的一个重要办法，办法是由街道各商户认

缴，如德清县警捐 “由营业铺户分认，每月约解银一百七十元”。桐庐县以一家或数家分认一名的形

式，由巡长按月收捐⑧。其收入多寡更多地要视乎当地商情的盛衰。

以上各种类型的杂捐收入来源不同，经收机关各异，往往一县的教育或警政收入就囊括了许多业

户的，如建德县，在一共不到四千元的警察经费里，就包括了铺捐、民壮工食、（厘金）二成善后、

粮捐、点埠费、妓船捐、大小埠头规费等名目⑨。这与当时全省各厅州县上报的情况大致相符：

“…… （警察经费）大约以商捐、店捐、埠捐为大宗，此外或出自各县捐廉，或由各款提拨，或捐出

地亩，或捐出绅富，或捐出商埠，或捐出契税，或捐出竹米，或捐出米袋，或捐出租谷，以及各项细

微捐款，或有定，或无定，纷歧繁出，不能悉数”瑏瑠。

这种以坐贾铺户或行商行户为对象的征收，在当时是完全脱离官方征收机构，由地方的学董或警

董自己进行。在当时没有统一的自治机关的情况下，他们各自为政，与业户往来相商，这不仅与各地

物产之丰盈关系颇大，也要看与各业业户的协商情况，如湖州武康县两等学堂禀准以茶碗捐为经费，

但并未与茶店协商好，“各茶店多方反对，唆使地痞鲁某，极意抗阻，虽经该堂长屡次面禀王大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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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政说明书》，《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第１０册，第４７３页。
民国 《建德县志》卷一一，第３页。
《浙江官报》，宣统二年六月十八日，第２１期，文牍类第２０８页。
民国 《海宁州志稿》，卷四一，第７页。
《禀筹学堂经费学批照录》，《浙江日报》１９０８年７月１７日，第１张第４版。
《浙江官报》，宣统元年八月初七日，第５期，文牍类第３７页。
《筹充学费》，《浙江日报》１９０８年８月２日，第１张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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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建德县志》，卷一二，第１９页。
余绍宋：《重修浙江通志初稿》卷六十九，行政。转引自韩延龙主编：《中国近代警察制度》１９９３年，第２１５页。



始终和平对待，以致该地痞肆无忌惮”①。再如处州景宁县沙溪学堂，创办者廪生柳荫凤把它完全办

成了一个柳姓族学，而经费却出自当地盐、竹两捐，以致激起民变②。

（四）官方拨款、补助

在 《浙江财政说明书中》列有 “补助各学堂款项”一款，声称是为补助办学各团体常年经费不

足而设，“使已创设者即可为继续之存在”。从其列出的范围来看，补助只限于府治下的官立学堂，

和坐落于府治的县级官立学堂，如新市、仙潭学堂，德清蚕桑实习所等。其来源是藩、盐、运库，以

及厘饷局的拨款。厘饷局的拨款则又主要局限于原有的 “善举”款，“补助的范围”全都是省城附近

的那几家学堂③。即使这样，这些款项还经常短解。如省城师范学堂全年经费一万余两，“三十四年

之分款迄未解到”，经指提学司一再函催，厘饷局才于年末解足④。持续的困窘和普遍的挪凑使地方

政府无法就新政事业的开支作出合理的规划。也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对它的有效控制。

以上是地方新政筹款活动的大致分类。至于其收支总数，由于来源异常分散，当时并无统计，只

有关于教育和警政的总数估计。教育经费详见表１，各厅州县的学校除极少数由官款拨充外，都是由
地方就地自筹，各地方的劝学所和教育会也是如此，在光绪三十三年其经费总数应能达到７０万元。
警察经费，据宣统二年奏报，至宣统元年，全省巡警水陆共３９５０余名，共筹经费５１１２００元，除省城
巡警由官款拨支外，“各属城关经费现有２４１９９６元，乡镇经费现有４９４２０元，捐项名目不一，均系就
地筹款”⑤，其就地筹款数近３０万。这样教育和警政两项地方筹款总数约在９０—１００万元。

表１　浙江省光绪三十三年岁支教育经费统计表

类　别 经常费 临时费 特别费 共　计

提学司衙门 ３５４９ ３５４９

学务公所 ２０３１０ ３６０２ １０５９ ２４９７１

省城各学堂 ８３７０２ ８４２５ １００２４ １０２１５１

各府学堂 １５５７６４ １１９８５ ３３９０８ ２０１６５７

各厅州县学堂 ６７０７４５ ５７７６８ １５２２２５ ８８０７３８

图书馆 １１７７ ２６２ ８２４ ２２６３

劝学所 １１４６９ ６４４３ １４６９ １９３８１

游学费 ８１２４６ ８１２４６

教育会 ２７７６ １２１６ ３２４ ４３１６

宣讲所 ２０６ ２３２ ４３８

合计 １０３０９４４ ８９９３３ １９９８３３ １３２０７１０

　　资料来源：《浙江官报》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第５期附表。原表合计有误，现改正。

三

从上述来源的描述上已可清楚看到，这种筹款涉及的社会关系异常复杂，虽统以 “自治”名之，

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征收机关，其使用者则是分散在城乡的各个学堂和警局，这与上述宪政编查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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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有巨大差异。在清末旨在厘清中央与地方收入的财政清理中，对这部分正在形成中的款项并无法

实现有效的清理。据浙江宣统元年的奏报，对这部分款项就名曰 “就地筹捐之款”：

前颁册式内列随正带收之粮捐，并一应善举、学费之类皆是，近又有筹办巡警等费，或

带收于丝、茧、货、契税，或分提于串费、洋余，并有捐自盐、茶、木炭诸土产及膏捐、屠

捐、戏捐等项，名目甚繁，或由官收，或由绅士迳行抽收，应各就各地所有之款造报，将奉

准原案及每年捐数有定无定，历年衰旺盈拙之处，分晰登明，其有宣统元年新增之款，应于

本年月报册内列造。……①

１９１０年，清政府又颁布 《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对于这部分经费明确名之为 “自治经费”，

包括 “一，府厅州县公款公产。二，府厅州县地方税，三，公费及使用费。四，因重要事故临时募

集之公债。”其中公款公产以 “不分属于城镇乡者为限”。与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最大的不同是，

这些款项的征收和使用则统归府厅州县自己征收，根本不见有地方士绅的影子，而对于所谓的 “府

厅州县地方税”的规定则是 “府厅州县地方税征收赋科事项，按照地方税章程办理，地方税章程由

度支部另行厘定，奏定施行”，由于地方税最终并未出台，也就不能确知清政府是否要以官征代替上

述大量出现的地方自筹之款。但从其规定来看，府厅州县的征收仍要编制预算，并受地方议事会的监

督，其方式又与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完全一样，只是在此之上又强调了督抚的监督②。面对当时

各地由于自筹捐款而引起的无数民变，清政府的意图多半是要通过分科治事来加强地方官厅的层级化

和正规化，以有效控制这部分款项的征收。但研究表明，清末乃至北洋时期，地方自治事宜仍旧把持

在 “两会”，“四局”手里③。就浙江省对自治款项的清理来看，反映在 《浙江清理财政局说明书》

中的这部分款项依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收支项目，它只是散处于岁出门中的巡警经费和教育经费以

及岁入门中各项正税附加中。

“官治”的管辖既鞭长莫及，拟议中的地方 “自治”又迟迟上不了轨道，地方士绅的征收行为游

移于两可之间，没有官厅的正式任命，亦无可靠的法理依据，争夺与冲突在所难免，上文对各款项来

源的描述已说明了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因新政筹款而导致的毁学、毁警等 “民变”是层出

不穷，屡见报端，这一时期浙江乃至全国民变的概貌可参见张振鹤、丁原英编的 《清末民变年表》④，

我们可以看到：越到后来，以学校或各地方新政局所为目标的攻击就越多，有时也包括带收新政捐款

的厘局甚至县衙。这与其说是阶级矛盾的尖锐，不如说是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利益关系的重组所导

致。对此，著名经学家，也是温州兴办新学的领袖孙诒让有着非常切身的体察：

今日已开之学校，或募绅民之捐助，或抽商税之毫厘，或请拨书隶陋规，或酌提祠庙田

产，大抵藉此数端以资挹注。凡郡道之间，绅富商贾，强为劝索，未必尽属乐输，学董热心

集事，又不得不略事科派，而绅董于是与学校交恶。提拨陋规公款，不能无藉于官权，而州

县有司勇于自润，怯于图公，催科以外，皆非所乐。而提公款则稽查旧储，厘剔私润，往往

牵涉出入衙署之劣绅；拨陋规则根究侵挪；求索余羡，又往往牵涉盘踞城社之书役，此皆官

之所狎昵而复护者也。拙者或压搁不行，黠者或阻挠万状，学董虽聒不已，诘辩纷然，此又

官所不能耐也，而官吏于是与学校交恶。宾兴、书院诸公款，向多为窳败旧董肥家之窟穴，

其秉公经营，馢然而无染者，百不得一，今移以兴学，其占不交者不必论，即使慨然承

缴，亦必有清算亏蚀考核奇赢者，皆旧董之所不利也，于是旧董与新董又交恶。公款者，乡

人之所共也，甲乡兴学已拨之款，乙乡继开则求分其半，丙乡丁乡嫉甲乙之擅此公款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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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其家塾，榜曰某学堂，又锺起而分之，而经理之绅董，凡一切亏挪不能弥补，隐若不可以

告人者，则往往借自办学堂以为抵制之地。盖其贤者，因兴学而出于争款，不肖者又因霸款

而托于兴学，两者互争，胶扰不已。于是学董与学董又自相交恶。①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各方势力错综冲突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自治筹款虽多来自行政命令的

强制执行，并因此有了一定的操作框架，但却难以规范地方传统社会关系遽然变化后权力的重新分

配。科举制废除后，传统士绅在耕读与仕进间的有序流动被打断，这时地方士绅兴学的目地是要在转

变的权力网络中取得一席之地，因为兴学与当时的自治机构的选举是密不可分的。根据 《各省咨议

局章程》的规定，选民要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 “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三年以上”② 从清末浙江

咨议局选举结果看，选出的议员基本上都具有传统功名或新式学历，其中有２２人是学务公所成员，
很多议员都担任过办学或办报等工作，进入民国后的１９１３年浙议会议员，从事教育的就更多了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把晚清士绅的兴学热情理解为是在科举制废除后，重新寻找晋升阶

梯，以维护自身社会地位的利益考虑。与过去私人捐助的行为逻辑不同，它不再是巩固自己在传统地

方社会中的威望，而是在转变的关键时刻寻求用新的途径重塑自身形象，以把握变幻不定的未来，它

需要私人捐赠，但更斥诸压迫和争夺，在许多情况下，士绅的打算都与政府的初衷背道而驰。标示这

种转变的另一证据是，社会舆论的重点越来越强调自治筹款 “公”的一面，它大量存在于当时官厅

对各种纷争的批示以及时人的评论上。面对当时愈演愈烈的公款争夺，官厅总是一再强调统一管理的

必要，以学款为例：

一邑学款应有一公共执行机关，方免纷歧皐告，至学堂之是否合格，责在视学员及劝学

所之检查，各属为学产争夺各案，大概皆视为个人产业，直接经收，愚民无知遂以学堂为害

人之地，风潮由是而生，地方官曲意调停，日亦不足，仰提学司拟就各属学款经理章程，以

立法机关属之团体，以行政机关属之地方官，不准各学堂直接收受，致生猜忌，……④

众多利益主体的剧烈争夺，公私不分造成的混乱，都要求有统一的，能在 “一邑”范围内合理

分配财权的主体出现，而把地方公益当作 “私产”经营的传统方式则成为舆论集中批评的对象之一，

那些仍按照旧方式行事的绅士，变成了染指公款、公产的 “旧绅”、“劣绅”，“但使清查得力，蠹窟

一空，若辈已在天演淘汰之列，欲幸免而无从”⑤。在这里，我们看到伴随着权力分配方式的转变，

道德优劣的分割界限亦出现变化，很明显，它所指斥的 “劣绅”、“不肖绅董”是那些依然按照传统

方式行事，或者在新一轮的权力分割中败下阵来的士绅。

经历了庚子之变的清政府，在遽然中断科举的举措下，开启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契机，由

于缺乏统一的管理机关，它呈现一种多方利益主体交错纷纭的混杂图景。从新政筹款的角度来看，地

方行政官厅囿于自身财政能力的限制，虽极力想把它纳入正轨，但所能作的非常有限，除了极少部分

的官款补助和不断的呼吁外，在涉及自身的利益时，常持保留态度。在晚清地方新政的兴办中，所谓

“官治”并未因 “自治”的蓬勃兴起而日渐走上 “现代化”的坦途，相反，其自身固有的局限，诸

如地方基层行政机构的非正规化，地方财政收入的家产化却被恶性放大，其结果是：被私人利益粘蚀

的行政力量非但没有有效控制当时日益失控的社会局面，反而浓墨重彩地成为当时争夺场景中的一部

分，当时的观察者们也许还无法预知这种乱象发展的全部意义和最终结果，但对处在这一世变漩涡中

的王权的归宿，却是能看得越发清晰了。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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